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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12月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（Corona Virus
Disease 2019，COVID-19）爆发并蔓延 [1]。为了阻断

疫情向校园扩散，2020年 2月 12日，我国教育部印

发《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“停课不停学”有关工

作安排的通知》，要求中小学春季学期延期开学，并

合理组织学生居家学习[2]。疫情的蔓延加上需要长

时间的居家隔离学习，使得我国的中小学生除了身

体健康受到病毒的威胁外，还面临着由于学习生活

节奏被打乱而带来的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，其中就

包括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[3，4]。

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是由手机成瘾引申而来的

概念，是指个体因无法自控地过度使用手机等电子

产品，而导致其生理、心理和社会功能受到损害的行

为[5，6]，其中手机等电子产品主要包括手机和平板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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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目的：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现状，并探究父母焦虑/抑郁影响青少年手机

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内部作用机制。方法：采用焦虑自评量表、抑郁自评量表、亲子冲突量表、亲子亲合量表和手机等

电子产品成瘾量表对1561名初一-高三学生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。结果：（1）疫情期间，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

成瘾检出率为16.5%。（2）父母焦虑、父母抑郁、亲子冲突、青少年焦虑、青少年抑郁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两

两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，亲子亲合与其他变量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。（3）父母焦虑/抑郁不直接预测青少年手机

等电子产品成瘾，而是通过五条中介路径作用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：通过亲子关系（亲子冲突、亲子亲合）

的中介作用，其中亲子冲突的相对作用力比亲子亲合更大；通过青少年焦虑/抑郁的中介作用；通过亲子关系（亲子

冲突、亲子亲合）和青少年焦虑/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。结论：父母焦虑/抑郁通过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/抑郁的多

重中介作用间接预测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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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bstract】 Objective: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enagers’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in
the context of the COVID-19,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parental anxiety/depression. Methods: A total
of 1561 teenager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Self-rating Anxiety Scale, Self-rating Depression Scale, Par⁃
ent-child Conflict Scale, Parent-child Cohesion Scale, Mobile Phone and Other Electronic Products Addiction Scale. Re⁃
sults: (1)The detection rates of teenagers’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was 16.5%. (2)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ch pair of
the parental anxiety, parental depression, parent-child conflict, teenagers’anxiety, teenagers’depression, as well as teen⁃
agers’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; and parent-child cohe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
other variables. (3)Parental anxiety/depression did not directly affect teenagers’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, but indirectly
affected teenagers’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through five pathways: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-child relation⁃
ship, which including parent- child conflict and parent- child cohesion, and parent- child conflict had a greater relative
force;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enagers’anxiety/depression;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both parent-child re⁃
lationship and teenagers’anxiety/depression. Conclusion: Parental anxiety/depression don’t directly affect teenagers’
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, but indirectly affect teenagers’phone and tablet addiction through the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
of parent-child relationship and teenagers’anxiety/depress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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脑。对于青少年来说，居家学习的要求使得他们有更

多的时间和更充分的理由来接触手机等电子产品[7]，

包括上网课、与朋友保持线上交流，或进行娱乐，这

些都可能会促使他们形成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。由

此可见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，青少年的手机等

电子产品成瘾问题可能被格外凸显和放大。青少年

一旦形成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，他们的身心发展就

会受到一系列不良影响 [8，9]。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

深入探讨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现状及其影

响因素，对于将来开发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方案具有

重要意义。

父母作为青少年的主要养育者，以及在疫情期

间与其接触的主要对象，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要

影响。疫情期间，除了对于疫情的担忧外，青少年的

父母可能还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及冲突，在这

样的多重压力下他们可能更容易产生诸如焦虑、抑

郁等情绪问题[10]。一些相关研究表明，父母的焦虑、

抑郁与子女的外化问题相关 [11，12]。而疫情期间，青

少年与父母的长时间朝夕相处，可能更会加大父母

自身的焦虑/抑郁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探

究父母焦虑/抑郁对青少年个体发展的影响及作用

机制，对于降低父母焦虑/抑郁对青少年发展的消极

影响，促进青少年更好地成长具有重要意义。

目前鲜有研究直接探讨父母焦虑/抑郁与青少

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已有研究

证实，父母的焦虑/抑郁可以显著增加子女的反社会

行为[13]、学校不当行为[14]等外化问题，那么手机等电

子产品成瘾作为外化问题中的一种，可能也会受到

父母焦虑/抑郁的影响。

而这二者除了直接关联外，可能还存在间接作

用机制。目前，家庭关系已被证实是父母情绪问题

对子女外化问题影响中的重要过程性因素[15]。情绪

安全理论（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，EST）认为父母

的情绪问题能够通过影响子女感知到的家庭关系进

而导致子女外化问题的出现[15，16]。而亲子关系作为

一种具有互动性的重要家庭关系[17]，可能在其中起

到中介作用。

以往关于亲子关系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使用

的是笼统的亲子关系质量或者亲子依恋等单一指

标 [15，18]。但是亲子关系是一个多维概念，不仅包括

消极的亲子冲突也包含积极的亲子亲合，二者之间

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[19]。其中，亲子冲突（Parent-
Child Conflict）是指父母与子女由于双方在一些日

常活动和安排上的不一致而产生的对抗状态[20]；亲

子亲合（Parent-Child Cohesion）是指父母与子女之

间亲密的情感联结[21]。基于此，本研究拟同时从这

两方面出发探究亲子关系在父母焦虑/抑郁与青少

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中的作用。

一方面，父母的焦虑/抑郁可能会通过激发亲子

冲突，从而增加青少年的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行

为。研究表明，抑郁和焦虑的父母往往会对孩子有

更高的心理控制[22]，而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强的自主

需求，他们会因为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而与父母发

生冲突[23]。为了回避这种冲突情境带给自己的消极

感受，青少年往往会转向诸如虚拟网络等其他领域

来重新获得快乐，而这就会造成手机等电子产品成

瘾[24]。另一方面，父母焦虑/抑郁可能会通过降低亲

子亲合，从而导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问

题。抑郁和焦虑的父母被发现会更消极且挑剔地看

待孩子，他们对孩子会有更少的积极情绪表达和肢

体接触 [25，26]。这种亲子之间情感联结的减少，会增

加孩子在家庭中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，进而导致他

们沉浸在手机等电子产品中无法自拔 [27]。由此可

见，不管是亲子关系的积极（亲子亲合）还是消极维

度（亲子冲突）都可能会成为父母焦虑/抑郁对青少

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中介变量。

除此之外，亲子亲合和亲子冲突之间既相互联

系又相对独立，那么这二者在父母焦虑/抑郁对青少

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中的作用是否会存在差异？

这也是本研究想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。因此，本

研究将同时考察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合在父母焦虑/
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的中介作

用，并比较这两者的相对影响力。

除家庭因素外，个体因素可能也是父母焦虑/抑
郁对子女外化问题影响中的重要过程性因素。首

先，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焦虑、抑郁情绪可以影响青

少年的焦虑/抑郁情绪 [28，29]。原始性情绪感染理论

（the Theory of Primitive Emotional Contagion）认为，个

体的情绪可以通过原始性、无意识性的模仿-反馈

机制来与另一个人的情绪保持同步[30]。也就是说，

当青少年觉察到父母的消极情绪时，会在无意识中

对其进行模仿，并在模仿过程中激活其相同情绪活

动的神经表达，从而诱发直接的情绪感染[31]。因此，

父母焦虑/抑郁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焦虑/抑
郁，而疫情带来的居家学习和工作模式导致亲子之

间更频繁的接触，则可能加强这种影响。

其次，青少年焦虑/抑郁的增加会导致其手机等

电子产品成瘾。一些研究表明，高焦虑、抑郁的个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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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更多地出现网络成瘾、手机成瘾的问题[32]，而手机

等电子产品成瘾作为从网络成瘾、手机成瘾引申而

来的成瘾行为，可能同样会受到个体焦虑/抑郁的影

响。根据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（Compensatory Inter⁃
net Use Model），个体会为了减轻自身的负性情绪而

使用网络来寻求心理补偿，并进一步对网络产生依

赖导致更为严重的成瘾行为[33]，即青少年的焦虑/抑
郁可以正向预测其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。因此，结

合以往的实证研究以及原始性情绪感染理论、补偿

性网络使用模型，本研究认为青少年焦虑/抑郁作为

青少年的个体因素，可以在父母焦虑/抑郁与青少年

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。

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/抑郁在父母焦虑/抑郁

和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关系之间的中介作

用，不仅包括单独中介作用，还包括链式中介作用。

家庭进程三元模型（Triadic Model of Family Process）
指出影响孩子焦虑/抑郁水平的家庭因素主要分为

三个水平：父母水平（Parent-Level）、二元关系水平

（Dyad-Level）和家庭水平（Family-Level）。这三个

水平之间相互联系，且当某一水平存在缺陷或困难

时，就会通过影响其他水平，进而导致孩子焦虑/抑
郁的出现 [34]。也就是说，存在焦虑/抑郁的父母（父

母水平）能够通过影响亲子关系（二元关系水平）从

而增加青少年的焦虑/抑郁，进而增加其手机等电子

产品成瘾的风险。因此，本研究认为，亲子关系与青

少年焦虑/抑郁在父母焦虑/抑郁与青少年手机等电

子产品成瘾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，即父母焦虑/抑
郁通过激发亲子冲突或降低亲子亲合，增加青少年

焦虑/抑郁，进而导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。

综上，本研究期望可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

下，了解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现状，探究父母

焦虑/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影响，以

及家庭因素（亲子关系）、个体因素（青少年焦虑/抑
郁）在其中的间接作用机制，并试图明晰亲子关系的

积极维度（亲子亲合）和消极维度（亲子冲突）的相对

作用大小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

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，选取深圳市某中

学初一到高三的学生及其家长作为被试，共回收配

对的学生和家长问卷 1590份。对回收的问卷进行

筛选，在剔除了明显规律作答以及答案有明显前后

矛盾的问卷后，有效学生和家长问卷为 1561份，问

卷有效率为 98.2%。在所有有效学生问卷中，男生

835人（53.5%），女生 726人（46.5%）；初中年级 860
人（55.1%），高中年级 701人（44.9%）。在所有有效

家长问卷中，男生家长835人（53.5%），女生家长726
人（46.5%）；父亲 484 人（31.0%），母亲 1066 人

（68.3%）。

1.2 工具

1.2.1 抑郁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Zung编制，中文版

由王春芳等人修订[35，36]。共20题，采用4点计分（1-
偶尔/无，4-持续），取其平均分作为测量指标，得分

越高说明个体的抑郁情绪越严重。该量表在本研究

青少年和父母群体中的 Cronbach’s α系数分别为

0.87和0.83。
1.2.2 焦虑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Zung编制，中文版

由吴文源修订[37，38]。共20题，采用4点计分（1-偶尔/
无，4-持续），取其平均分作为测量指标，得分越高

说明个体的焦虑情绪越严重。该量表在本研究青少

年和父母群体中的Cronbach’s α系数分别为0.88和
0.82。
1.2.3 亲子冲突量表 该量表由方晓义和董奇修

订 [20]。该量表由中学生填写，共 32题，分为亲子冲

突频率和亲子冲突强度两个分量表，每个分量表又

包括父子冲突和母子冲突两个维度。采用 5点计

分，取其平均分作为测量亲子冲突水平的指标，分数

越高说明亲子冲突频率越高、亲子冲突强度越大。

本研究中，亲子冲突频率分量表的Cronbach’s α系
数为 0.94，亲子冲突强度分量表的 Cronbach’s α系

数为0.95，总量表的Cronbach’s α系数为0.97。
1.2.4 亲子亲合量表 由张文新等人修订[39]。该量

表由中学生填写，共 20题，包括父子亲合和母子亲

合两个分量表。采用 5点计分(1-从不，5-总是)，取
其平均分作为测量亲子亲合水平的指标，分数越高

说明亲子之间的亲合度越好。本研究中，父子亲合分

量表的Cronbach’s α系数为0.80，母子亲合分量表的

Cronbach’s α系数为 0.81，总量表的Cronbach’s α系
数为0.90。
1.2.5 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 本研究将Ha⁃
oran等人根据DSM-V中“网络游戏成瘾诊断标准”

编制的《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量表》[40]修订为《手机

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》，将其中有关“智能手机”的描

述改为“手机等电子产品”。该量表由中学生填写，

共9题，采用“是”和“否”计分，“是”计为1，“否”计为

0。分数越高，代表个体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越严

重。总分高于 5分则诊断为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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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该量表经过修订，因此对其结构效度进行验证，

结果为：χ2/df =7.617，CFI=0.946，GFI=0.946，TLI=
0.928，RMSEA=0.065，SRMR=0.036，拟合良好。本

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’s α系数为0.81。
1.3 研究程序

在征得校方负责人、学生和家长的同意后，遵循

自愿的原则，对中学生及其家长进行线上问卷调

查。其中，中学生需要填写焦虑自评量表、抑郁自评

量表、亲子亲合量表、亲子冲突量表和手机等电子产

品成瘾量表，家长需要填写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

评量表。学生平均填写时间约为20分钟，家长平均

填写时间约为8分钟。

1.4 统计处理

使用SPSS 20.0和Amos 23.0进行数据统计和分

析。

2 结 果

2.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

采用 Harman 的单因素法分别对青少年和父母

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。结果显示，对于青少年，特

征值大于 1的因子共 17个，共解释 67.60%的变异，

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2.77%，未达到40%的

临界值标准，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。对

于父母，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6个，共解释55.01%
的变异，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5.93%，未达

到 40%的临界值标准，因此也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

法偏差。

2.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

根据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的标准[38]对本研

究的青少年被试进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分析，发

现在 1561名青少年中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者为

258名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检出率为16.5%。

相关分析结果（见表1）显示，父母焦虑、父母抑

郁、亲子冲突、青少年焦虑、青少年抑郁、青少年手机

等电子产品成瘾两两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，亲

子亲合与其他变量均呈显著负相关。

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（n=1561）

1.父母焦虑

2.父母抑郁

3.亲子冲突

4.亲子亲合

5.青少年焦虑

6.青少年抑郁

7.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

χ
1.55
1.84
1.50
3.05
1.75
2.12
0.25

s
0.34
0.40
0.60
0.87
0.44
0.47
0.26

1
1

0.76***
0.19***

-0.06***
0.21***
0.22***
0.12***

2

1
0.17***

-0.10***
0.18***
0.24***
0.12***

3

1
-0.16***
0.36***
0.32***
0.28***

4

1
-0.13***
-0.24***
-0.17***

5

1
0.77***
0.22***

6

1
0.24***

7

1
注：***P<0.001；平均值（χ）采用题均分。

2.3 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/抑郁的中介作用分析

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，采用结构方程模型

（SEM）对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/抑郁在父母焦虑/
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影响中的中介作

用机制进行考察，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假设模型的估

计和检验。结果表明，模型拟合良好（χ2/df=6.421，
CFI=0.987，GFI=0.984，TLI=0.975，RMSEA=0.059，
SRMR=0.045）。

中介效应分析（见图1和表2）结果表明：亲子关

系和青少年焦虑/抑郁在父母焦虑/抑郁与青少年手

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，中介

效应值为 0. 097，占父母焦虑/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

电子产品成瘾的总效应（0.140）的 69.29%。具体来

看，中介效应由五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，这五

个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。其中，通过父母焦虑/
抑郁→亲子冲突→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

径产生的中介效应（间接效应 1）占总效应比重

32.86%；通过父母焦虑/抑郁→亲子亲合→青少年手

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（间接效

应2）占总效应比重7.86%；通过父母焦虑/抑郁→青

少年焦虑/抑郁→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

径产生的中介效应（间接效应 3）占总效应比重

20.00%；通过父母焦虑/抑郁→亲子冲突→青少年焦

虑/抑郁→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径产生

的中介效应（间接效应4）占总效应比重7.14%；通过

父母焦虑/抑郁→亲子亲合→青少年焦虑/抑郁→青

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

（间接效应5）占总效应比重1.43%。

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亲子冲突和亲子亲合在父

母焦虑/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影响中

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。结果显示，亲子冲

突的中介作用效应值要显著高于亲子亲合的中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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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效应值（95%CI=[-0.015，-0.004]）。

亲子冲突频率 亲子冲突强度 青少年焦虑 青少年抑郁

0.95*** 0.90*** 0.84*** 0.91***
亲子冲突 0.33** 青少年焦虑/抑郁

0.22*** 0.14***
父母焦虑

0.88*** 0.20*** 0.21***
父母焦虑/抑郁 0.04 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

0.86*** -0.17***
父母抑郁 -0.10*** -0.11***

亲子亲合

0.94*** 0.93***
父子亲合 母子亲合

注：**P<0.01，***P<0.001。
图1 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/抑郁的中介效应

表2 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/抑郁的中介效应分析

3 讨 论
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疫情期间中学生的手机等电子

产品成瘾检出率为16.5%，此结果与前人在我国中学

生群体中得出的手机成瘾率（12%-23%）相近[41]。这

表明，虽然本研究将平板电脑纳入其中共同探究手

机等电子产品成瘾，但是中学生在这些便携式电子

产品上的成瘾率并没有明显增加。但是此结果并不

代表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问题是乐观的，青

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和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，如果

不能合理且正确地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，就会对他

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[8，9]。因此，对于青少年

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及其前因变量进行探讨与研究

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相关分析、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路径检验的结

果均证实亲子关系、青少年和父母焦虑/抑郁会对青

少年的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产生一定影响，这在一

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情绪安全理论[15]、原始性情绪感

染理论 [30]、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 [33]和家庭进程三元

模型[34]。

情绪安全理论认为，父母焦虑/抑郁能够通过影

响子女感知到的家庭关系进而导致子女外化问题的

出现，但以往基于此理论的研究，探讨的家庭关系主

要集中在亲子依恋和婚姻关系上[15]，而本研究以亲

子关系的两个维度为中介变量进行探讨，并发现父

母自身的焦虑/抑郁能够通过增加亲子冲突、降低亲

子亲合进而作用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，对

该理论进行了验证与丰富。

本研究还发现，父母焦虑/抑郁可以通过增加青

少年焦虑/抑郁进而导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

瘾。该结果支持了原始性情绪感染理论及补偿性网

络使用模型。一方面，青少年会在与焦虑和抑郁的

父母相处过程中，通过无意识的模仿-反馈机制与

父母的情绪保持同步[31]。另一方面，当青少年存在

焦虑/抑郁等负性情绪时，他们会通过沉浸在手机等

电子产品中来寻求内心补偿[33]。

除此之外，根据家庭进程三元模型，父母焦虑/
抑郁可以通过影响亲子关系来间接导致青少年产生

焦虑/抑郁[34]，进而演变为更为严重的外化问题。本

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此模型，发现父母焦虑/抑郁越

多，亲子冲突越高、亲子亲合越低，而亲子关系的变

差会进一步增加青少年的焦虑/抑郁，进而导致青少

间接效应1
间接效应2
间接效应3
间接效应4
间接效应5
总间接效应

效应值

0.046
0.011
0.028
0.010
0.002
0.097

中介效应占
总效应比重

32.86%
7.86%

20.00%
7.14%
1.43%

69.29%

Bootstrap法95%置信区间

下限

0.029
0.003
0.017
0.006
0.001
0.075

上限

0.069
0.023
0.045
0.017
0.005
0.1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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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。

本研究还发现消极的亲子关系比积极的亲子关

系的中介作用更明显，这说明相较于亲子关系的保

护因素，亲子关系的危险因素在父母焦虑/抑郁对青

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影响中的作用更大。

根据本研究结果，为了更好地减少青少年手机

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发生，我们提出以下建议：

第一，父母应及时对自己的焦虑/抑郁情绪进行

处理。尽管本研究没有发现父母焦虑/抑郁对青少

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直接作用，但父母自身的

焦虑抑郁情绪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青少年子女的负

面榜样，并且还会通过破坏亲子关系，进而破坏家庭

氛围，从而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。

第二，建立良好亲子关系。本研究发现，增进亲

子关系尤其是减少亲子冲突可以有效降低父母焦

虑/抑郁对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消极影

响。因此，在家庭中父母应格外注意避免将负面情

绪带到对子女的管教以及与子女的沟通中[22]，从而

减少与子女的冲突，进而降低他们产生手机等电子

产品成瘾的可能。

第三，改善青少年焦虑/抑郁情绪。本研究发

现，青少年焦虑/抑郁是父母焦虑/抑郁和青少年手

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之间的一个危险因素。这一结果

表明，改善青少年的焦虑/抑郁情绪，可以在某种程

度上抵消父母焦虑/抑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。因此，

在家庭中父母要注意认识和了解青少年产生焦虑/
抑郁情绪的原因，并满足他们真正的心理需求，从而

避免青少年选择用沉浸在手机等电子产品这种不健

康的方式来变相寻求心理安慰。

第四，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是多方因素

共同影响的结果。因此，应当从父母个体因素、家庭

互动因素和青少年个体因素多个方面共同入手，才

能更好地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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